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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合作的行为经济学解释评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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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人类与生俱来就具有与他人合作并维护伦理规范的倾向。尊重并激发人类的这一

特质，已是当前中国推进社会治理的一个有效突破口。本文紧扣经济学实验、演化仿真和脑成像行

为经济学三大研究方法，从静态视角系统梳理了人类这一特质的证据，并从动态视角勾画其可能的

演进路径。本文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行为动机与方式，强化人们对他人合作

态度的乐观判断，以及对他人维护伦理规范倾向的积极预期，从而在借助他律的同时，践行慎独，自
觉地维护社会合作和良好规范，更好地促进社会合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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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言

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，但与

此不相称的 是，主 流 经 济 学 长 期 以 来 以“经 济 人 假

设”为起点，以“竞争”为主线，专注于研究稀缺资源

的有效配置，忽 视 了 对 人 类 合 作 行 为 的 研 究（黄 少

安、韦倩，２０１１）。实际上，人类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

成就，并不是由于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具有竞争的

本性，而是与之相反，在于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特

点———高度的合作能力（孟昭勤、王一多，２００４）。认

识到这一点，对于方方面面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意义

重大。大的方面关乎如何推进“一带一路”“环境治

理”等国际合作，小的方面关系如何加强“社区治理”
“组织管理”等人际互动。近年来，学术界甚至出现

了一种呼声，即经济学有从传统的资源配置理论走

向合作理论的必要（黄少安，２０００；张维迎，２０１５）。
研究人类合作行为，“如何认识‘人’”是绕不过

的槛。因为要理解经济如何运行，懂得如何管理经

济并促进经济繁荣，就必须关注人们的某些思维模

式（阿克洛夫、席勒，２００９）。不过，正如卢梭在《论人

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的序言中所说，“人类的各

种知识中 最 不 完 备 的，就 是 关 于‘人’的 知 识”。其

中，关 于 人 性 的 讨 论 由 来 已 久。古 今 中 外，概 不 例

外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管仲有“夫凡人之情，见利

莫能勿就，见害莫能勿避”的感叹，而孟子则有“人无

有不善”的乐观。在西方文化中，对人性探索可追溯

到马基雅弗利和孟德维尔，但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

经济学之父亚当·斯密。他在《国富论》中的一段论

述被尊为“经济人假设”的始源。不过，斯密在强调

人的“自爱”的同时，还强调了“克己”和“谨慎”，自爱

的经济人 本 身 包 含 了 以“同 情”为 内 容 的 伦 理 范 畴

（朱富强，２００９）。毫无疑问，如果只有“自利”或“自

爱”，人类怎能破解“囚徒困境”、走出“霍布斯丛林”？
令人欣喜的是，近几十年来，行为经济学借助实验、
仿真和脑成像等技术，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证据，系统

地证实了人们并不是具有同质的自利偏好，而是深

刻地受到生活环境、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的复杂影

响，具有异质的社会偏好（Ｗｏｒｌｄ　Ｂａｎｋ，２０１５）。
通俗地讲，社会偏好是指一些感觉。它包括，人

们愿意与志趣相投的人合作，可以从中获得快乐，或
者感到对这种行为抱有义务；人们也喜欢惩罚那些

盗用他人合作成果的人，或者感到有义务这么做（鲍
尔斯、金迪斯，２０１５）。人们这种喜欢合作、讨厌不合

作者的 社 会 偏 好，在 行 为 上 则 体 现 为 条 件 性 合 作

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　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）① 和利他性惩罚（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
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）。在桑 塔 费 学 派（Ｓａｎｔａ　Ｆｅ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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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语境中，这些行为又被定义为积极的强互惠（ｐｏｓ－
ｉｔｉｖｅ　ｓｔｒｏｎｇ　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）和 消 极 的 强 互 惠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
ｓｔｒｏｎｇ　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）。② 基 于 异 质 性 社 会 偏 好 的 强 互

惠理论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图景：在一个群体中，
强互惠者会积极尝试着与他人合作，但仅此并不足

以维系合作，因为难免存在一些搭便车者，如果不对

他们加以约束，搭便车行为会进一步蔓延。好消息

是，倘若允许个体间相互监督与惩罚，即使没有预期

利益作为补偿，强互惠者也会不惜花费个人成本惩

罚那些搭便车者，合作则得以维系。在社会学、人类

学等领域的学者看来，强互惠者的合作倾向与对违

规、卸责、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利他惩罚，是维

系伦理、道德、习俗、禁忌、礼仪、规矩等非正式制度

的根本力量，也是强化法律、法规、合同等正式制度

的重要支撑，现已成为理论界破解“社会合作何以可

能”这一难题的重要突破口。
强互惠理论强调了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和社

会性，对“人”的抽象更符合实际。不过，强互惠理论

毕竟是在新近才发展起来的，尚有诸多质疑，对社会

实践的指导潜力也尚待挖掘。鉴于如此，本文着力

从静态视角，系统梳理强互惠特质的经济学实验证

据与脑科学研究发现，并尝试从动态视角勾画这一

特质可能的演进路径。借此评述，以期进一步宣传

强互惠理论、彰显强互惠力量，强化人们对他人的合

作与利他惩罚的预期，引导人们在借助他律的同时，
践行慎独，自觉地参与到规范维系、社区治理、环境

保护，以及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公共

事务管 理 中 来，从 而 更 好 地 促 进 不 同 领 域 的 社 会

合作。

二、强互惠行为的实验证据

经 济 学 实 验 凭 借 其 较 好 的 可 控 制 性 和 可 复 制

性，能有效地测度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，为强互惠理

论提供了一系列极具说服力的行为方面的证据。其

中，公共品实验被认为最为适合模拟人们在现实状

态下的互动（Ｃｈａｕｄｈｕｒｉ，２０１１），为 此 本 文 着 重 讨 论

公共品实验的证据。具体而言，这些实验证据可分

为以下两大类。③

（一）条件性合作的实验室证据

实验经济学家对强互惠行为的兴趣首先源于对

“最后通牒博弈”的分析。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有两个

参与者，分别称为提议者和回应者，他们进行一定数

量的现金分配。提议者首先提出一个分配方案，回

应者然后决定接受或拒绝该方案，如果回应者接受，

则双方按照分配方案分得现金；如果回应者拒绝，双
方收益均为零。按照自利偏好假设，在一次性匿名

博弈中，提议人给对方任意一个非常小的正的单位

收益，响应者将接受提议并达成均衡。但是，大量的

最后通牒博弈实验显示，大多数提议者会分给回应

者４０％～５０％的 现 金（Ｇüｔｈ　ｅｔ　ａｌ，１９８２；Ｂｏｌｔｏｎ　＆
Ｚｗｉｃｋ，１９９５；Ｌｉｓｔ　＆Ｃｈｅｒｒｙ，２０００）。这是自利偏好

假设无法解释的现象，Ｇüｔｈ　ｅｔ　ａｌ（１９８２）称 之 为“最

后通牒博弈悖论”。
类似地，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博弈分析，在一次性

公共品博弈中，参与者不会向公共账户中贡献自己

的禀赋。但是，在实验经济学不算长的历史中，已开

展的２００多个公共品实验均显示：被试的公共品投

资显 著 不 为 零（Ｉｓａａｃ　＆ Ｗａｌｋｅｒ，１９８８；Ａｎｄｒｅｏｎｉ，

１９８８）。④ 除此之外，在独裁者博弈实验、信任博弈实

验、礼物交换博弈实验中，被试也都呈现出传统的自

利偏好假设无法解释的合作倾向。
这些现实观察与理论预测的“不一致”吸引了人

们对超越自利偏好假设的研究，顺势而生的社会偏

好（ｓｏｃｉａｌ　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）理 论 引 起 学 界 的 重 视（陈 叶

烽，２０１０）。尽 管 社 会 偏 好 概 念 的 雏 形 可 以 追 溯 到

Ｖｅｂｌｅｎ（１９３４）、Ｄｕｅｓｅｎｂｅｒｒｙ（１９４９）等，但 要 严 格 地

给社会偏好下一个定义并非易事。文献中一般有四

种具体 形 式 的 社 会 性 偏 好：纯 粹 利 他（ｐｕｒｅ　ａｌｔｒｕ－
ｉｓｍ）、光 热 效 应（ｗａｒｍ　ｇｌｏｗ）、互 惠（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）和

不 平 等 厌 恶 （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　ａｖｅｒｓｅ）。Ａｓｈｌｅｙ　ｅｔ　ａｌ
（２０１０）、周业安和宋紫峰（２００８）、陈叶烽（２００９）等还

曾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尝试给予进一步界定。从本文

掌握的资料来看，社会偏好的进一步具体化并未引

起学界的更多关注，而是广泛用于表示人类的亲社

会情感。相似的表达还有亲社会偏好、涉他偏好等。
条件性合作是指人们在预计他人合作时也会还

以合作的行为特征，是社会偏好这一心理动机的行

为表 现。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０１）在 开 篇 即 提 出，
“一些人可能是出于某种形式的社会性偏好而表现

为条件性合作”，从而免于对社会偏好具体形式的纠

缠。⑤ 在此之后，条件性合作成为一个更为中性的概

念，用于描述人们愿与志同道合者合作的特质。而

且，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０１）的两阶段公共品实验设

计现已发展成为定量分析异质性社会偏好的基本范

式。他们基于Ｓｅｌｔｅｎ（１９６７）的 策 略 性 方 法，通 过 激

励相容约束，要求被试回答其在他人的公共品贡献

量分别为０、１、２……２０等情况下的公共品贡献量。
然后依据这两个序列之间的相关性，将被试划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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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件 性 合 作 者、搭 便 车 者、倒 Ｕ 型 合 作 者 等 类 型。
在此之后，Ｈｅｒｒｍａｎｎ　＆Ｔｈｎｉ（２００９）、Ｒｕｓｔａｇｉ　ｅｔ　ａｌ
（２０１０）、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　＆ Ｇｃｈｔｅｒ（２０１０）、Ｖｏｌｋ　ｅｔ　ａｌ
（２０１１）、汪崇金等（２０１２）、周业安等（２０１３）、周晔馨

等（２０１４）先后基于这一范式，以不同经济发展水平

和文化背景的个体为实验对象，得到了较为一致的

实 验 结 论，为 条 件 性 合 作 提 供 了 更 有 力 的 实 验

证据。⑥

以条件性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异质性社会偏好假

设能够有效地解释重复多期的标准公共品实验中的

“非零贡献”与“合作退化”（周业安、宋紫峰，２００８）。
实验中，一部分人是强互惠者，表现出条件性合作倾

向，他们在实验伊始就尝试着与他人合作，因此我们

观测到实验中的公共品贡献量不为零。不过，还有

一部分人是搭便车者，他们不顾强互惠者的努力，而
一直选择搭便车。强互惠者的回应便是减少或拒绝

合作，再次表现出条件性合作特征，因此我们观测到

实验中的公 共 品 贡 献 量 随 着 实 验 的 重 复 进 行 而 下

降。这进一步佐证了条件性合作假说的合理性。
（二）利他惩罚的实验室证据

强互惠行为的另一方面为利他惩罚，利他惩罚

的实验证据也应从“最后通牒博弈”谈起。前述分析

已经提到，在大量的实验中，多数提议者表现得相当

慷慨，这是自利偏好假设无法解释的。这里需要补

充的是，这些实验还显示，对于提议者的吝啬（比如

说低于禀赋的３０％），响应者常常会拒绝接受，导致

双方都一无所获。响应者的拒绝实质上是对提议者

的惩罚，当然响应者自身也为这样的惩罚支付成本，
因为他本可以获得一个正的收益，只不过在他看来

有点少而已。这里有点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情

绪宣泄，体现了利他惩罚的特征。
利他惩 罚 首 份 公 共 品 实 验 证 据 来 自 Ｆｅｈｒ　＆

Ｇｃｈｔｅｒ（２０００）。他 们 是 以 现 实 中 的 一 个 悲 剧 事 件

开始的。在１９７９年“油荒”期间，卡特政府出台了一

系列汽油配给与价格控制的措施，导致购油司机加

油时需要排长队等候。排队的人群中常常因插队而

产生殴斗、叫骂，一位乘汽车旅行的人甚至因为插队

而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卡车司机枪杀。这显然是一个

极端案例，但现实中类似的“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”的
行为时有发生，例如最近发生的“瓜子哥”“项链姐”
等事件。这些都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：人们厌恶破

坏合作规范、搭便车等不合作行为，有时甚至不惜花

费个人成本施以惩罚。为了验证这种利他惩罚，Ｆｅ－
ｈｒ　＆ Ｇｃｈｔｅｒ（２０００，２００２）在标准公共品实验中新

增了一个环节，允许被试之间相互监督，对搭便车的

队友实 施 有 成 本 的 惩 罚（下 文 称 这 一 实 验 设 计 为

Ｆ＆Ｇ设计）。⑦ 他们的实验结论显示，对于搭便车行

为的利他惩罚普遍存在；搭便车程度越严重，遭受队

友的利他惩罚就越大。这也进一步解释了标准公共

实验中“合作退化”现象。强互惠者遭遇搭便车后之

所以减少或拒绝合作，是因为这是他们惩罚搭便车

者的唯一手段（Ｆｅｈｒ　＆ Ｇｃｈｔｅｒ，２０００）。更 为 重 要

的是，Ｆｅｈｒ　＆Ｇｃｈｔｅｒ（２０００）还发现，利他惩罚能够

维系较高水平的合作。
在随后 的 十 多 年 里，Ｂｏｃｈｅｔ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０６）、Ｃａｒ－

ｐｅｎｔｅｒ（２００７）、Ｓｅｆｔｏｎ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０７）、宋紫峰和周业安

（２０１１）等基于Ｆ＆Ｇ设 计，以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的 个 体

为实验对象，证实了广泛存在的利他惩罚，一遍遍复

述着与Ｆｅｈｒ　＆Ｇｃｈｔｅｒ（２０００）相同的乐观故事。

三、对强互惠理论的质疑

大量的公共品实验显示，一些人具有强互惠特

质，已成为破解“人类合作何以可能”这一难题的突

破口。当然，对于这一乐观判断，也有很多学者并不

信服，提出了 诸 多 质 疑。⑧ 在 后 续 的 拓 展 性 研 究 中，
有些质 疑 得 以 化 解，而 有 些 却 不 断 强 化 并 更 具 颠

覆性。
（一）“非零贡献”是“合作”还是“迷糊”？
尽管异质性社会偏好假说能够解释公共品实验

中的“非零贡献”与“合作退化”两大经典现象，并得

到广泛的认可，但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例

如，Ａｎｄｒｅｏｎｉ（１９９５）、Ｈｏｕｓｅｒ　＆ Ｋｕｒｚｂａｎ（２００２）等

研究 指 出，一 些 被 试 没 有 选 择 搭 便 车，是“混 乱”
（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）或“失 误”（ｅｒｒｏｒ）所 致。这 些 迷 糊 的

（ｃｏｎｆｕｓｅｄ）被试贡献了总量的５０％左 右，这 一 比 例

远高于强互惠理论支持者测算的６％～１０％（Ｆｉｓｃｈ－
ｂａｃｈｅｒ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０１；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　＆ Ｇａｃｈｔｅｒ，２０１０）。
不过，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，实验程序更为规范、
实验技术更为成熟，“迷糊”一说曾一度消失，但近年

来再次风起。持怀疑态度的代表性人物有 Ｍ．Ｂｕｒ－
ｔｏｎ－Ｃｈｅｌｌｅｗ、Ｓ．Ｗｅｓｔ等。他 们 的 实 验 研 究 再 次 提

出，“非零贡献”不是因为合作，而是出于利益最大化

的动机、不断试错的结果。
比如，Ｂｕｒｔｏｎ－Ｃｈｅｌｌｅｗ（２０１６）得 到 了 一 些 有 别

于以往的实验结论：（１）当被试在人机博弈时，同样

表现出 异 质 性 的 社 会 偏 好，社 会 偏 好 类 型 分 布 与

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０１）、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　＆ Ｇｃｈｔｅｒ
（２０１０）中以人作为博弈玩家的实验结论基本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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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无论是与计算机博弈还是与人博弈，被试在策略

性实验中表现出的社会偏好都可以解释他们在一次

性 博 弈 中 的 公 共 品 供 给，这 与 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　＆
Ｇｃｈｔｅｒ（２０１０）以 人 为 被 试 对 象 的 实 验 结 论 也 是 一

致的。⑨（３）个体利益最大化策略应该是贡献零单位

公共品，而与他人贡献量的多少无关，但在实验中，
只有搭便车者是这样认为的，而条件性合作者一般

会相信自己利益最大化策略与他人的贡献量有关。
作者强调，尽管设置了标准的控制性问题，但还不能

确保被试能够正确理解博弈，实验方法的可靠性仍

值得怀 疑，行 为 经 济 学 实 验 中 的 基 本 假 设———“选

择”显示“动机”，并不必然成立。
再比如，Ｂｕｒｔｏｎ－Ｃｈｅｌｌｅｗ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１５）假 设 了 三

种学习规 则：基 于 利 益 的 学 习（ｐａｙｏｆｆ－ｂａｓｅｄ　ｌｅａｒｎ－
ｉｎｇ）、亲社会的学习（ｐｒｏ－ｓｏｃｉａｌ　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）、条件性合

作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　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）。基于利益的学习规则

是指被试仅关心自己的收益；亲社会的学习规则是

指被试不仅关心自己的收益还关心他人的收益；而

条件性合作规则假设被试不仅关心自己的收益还关

心他人的贡献量。他们开展了三种设计的实验：黑

盒子（ｂｌａｃｋ　ｂｏｘ）设 计、标 准 设 计、强 化 设 计。三 者

的区别仅在于信息的多寡不一。黑盒子设计实验中

的信息量最少，仅告诉被试将按照某一个数学公式

计算个人所得，再无其他提示信息；在标准设计实验

中，告诉被试其收益以及其他三位队友的公共品贡

献量，这与Ｆ＆Ｇ设计一致；而强化设计实验中提供

的信息比在标准设计中多了两条，即其他队友的公

共品收益和总收益。⑩ 理论上讲，强化设计实验提供

了更多的信息，不确定性会有所下降，人们因未知而

学习模仿他人的可能性也会有所下降。但实际上，在
标准设计实验中，被试更明显地表现为条件性合作，
而在强化设计实验中，更多的信息没有改善合作，反
而具有反社会效果（ａｎｔｉ－ｓｏｃｉａｌ　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），瑏瑡 公共品

供给水平下降趋势更为明显。这说明被试表现出的

条件性合作不是出于社会性偏好，而是社会学习的

结果；更为重要的是，仅有基于利益的学习规则能够

解释全部的三种设计实验的数据。他们据此判断，
条件性合作主要是因为困惑或失误所致，而不是亲

社会偏好的体现，公共品实验不能证实人类所拥有

的利他性。
尽管Ｂｕｒｔｏｎ－Ｃｈｅｌｌｅｗ等 人 开 展 了 卓 有 成 效 的

研究，但他们引述的文献中，除了自己团队的研究成

果，如 Ｋｕｍｍｅｒｌｉ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１０）、Ｂｕｒｔｏｎ－Ｃｈｅｌｌｅｗ　＆
Ｗｅｓｔ（２０１３）之外，剩下的只有上文提及的Ａｎｄｒｅｏｎｉ

（１９９５）、Ｈｏｕｓｅｒ　＆ Ｋｕｒｚｂａｎ（２００２）。可 以 说，Ｂｕｒ－
ｔｏｎ－Ｃｈｅｌｌｅｗ等人的质 疑 尚 未 在 更 大 范 围 内 引 起 共

鸣。当然，“学习”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，实验中被

试可能存在学习活动，这也难怪“学习”假说（ｌｅａｒｎ－
ｉｎｇ　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）由 来 已 久 却 难 以 排 除。演 化 心 理

学、演化博弈论、生物学和有限理性论一致认为，人

类能够快速地习得和有效地运用互惠规范和社会规

则，正是这个强大的学习能力，使得个体能够在大量

的社会困境中通过其积极行动获得收益（奥斯特罗

姆，２０１０）。也许正如 Ｍｕｌｌｅｒ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０８）所言，被试

在实验中的自愿供给行为的变化反映了他们尝试探

索对他们最为有效的策略，但这种变化并非一直朝

着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变动。换言之，被试并非

简单地学习如何最大化个人利益。这说明Ｂｕｒｔｏｎ－
Ｃｈｅｌｌｅｗ等人的 质 疑 尚 不 能 否 定 社 会 偏 好 假 说，反

而为深入研究社会偏好提出了新的视角。
（二）利他惩罚实验果真客观描述了现实生活？

强互惠理论的支持者们声称，利他惩罚实验解

释了狩猎聚居部落、游牧民族等小型社会的自发合

作（Ｂｏｗｌｅｓ　＆ Ｇｉｎｔｉｓ，２００２；Ｒｉｃｈｅｒｓｏｎ　＆ Ｂｏｙｅｄ，

２００５）。但在Ｇｕａｌａ（２０１２）看来，这样的声称过于随

意，并 提 出 利 他 惩 罚 实 验 缺 乏 现 实 证 据 的 质 疑。

Ｇｕａｌａ（２０１２）的质疑引发了学术界就利他惩罚的大讨

论，诸多著名学者，如Ｅ．Ｏｓｔｒｏｍ、Ｎ．Ｎｉｋｉｆｏｒａｋｉｓ等都

参与进来，桑 塔 菲 学 派“四 君 子”Ｓ．Ｂｏｗｌｅｓ、Ｒ．Ｂｏｙｄ、

Ｈ．Ｇｉｎｔｉｓ、Ｅ．Ｆｅｈｒ也加入了论战。２０１２年２月发表的

《行为与脑科学》（Ｂｅｈａｖｉｏｒ　ａｎｄ　Ｂｒａｉｎ　Ｓｃｉｅｎｃｅ）还以专题

的形式集中收录了这些讨论。总体来看，争议主要集

中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首先，利他惩罚实验设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刻

画了真 实 世 界？ 比 如，Ｇüｎｅｙ　＆ Ｎｅｗｅｌｌ（２０１２）指

出，实验中无须真正地付出努力，实验所得类似于意

外之财，这在现实中相当少见，因此实验不能用于模

拟现实生活、解释现实问题。更具颠覆性的是，上述

乐观结论都是基于Ｆ＆Ｇ设计，而这种设计 事 先 排

除了包括报复在 内 的 反 社 会 惩 罚（Ａｎｔｉ－ｓｏｃｉａｌ　ｐｕｎ－
ｉｓｈｍｅｎｔ）。无 论 是 在 经 济 学 实 验 中（Ｄｅｎａｎｔ－Ｂｏｅ－
ｍｏｎｔ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０７；Ｎｉｋｉｆｏｒａｋｉｓ，２００８），还是在演化博

弈模型中（Ｈａｕｅｒｔ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０７；Ｊａｎｓｓｅｎ　＆Ｂｕｓｈｍａｎ，

２００８；Ｒａｎｄ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１０），一旦加入反社会惩罚，上述

乐观故事都将被改写。由此可见，无视反社会惩罚

显然有损利他惩罚实验的效度。
其次，现实生活中存在利他惩罚吗？这 也 是 回

应实验效度质疑的关键问题。Ｇｕａｌａ（２０１２）重 新 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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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了强互惠理论支持者所声称的人种学证据，并指

出现实中一些惩罚是无须惩罚者支付成本的，而另

一些所谓的高成本惩罚（ｃｏｓｔｌｙ　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）往往是

由集体完成的，惩罚成本为所有成员公摊。他强调，
这些惩罚都与实验中的利他惩罚不一致，不可认定

为利他惩罚的现实证据。Ｇｕａｌａ（２０１２）对利 他 惩 罚

缺乏现实 证 据 的 质 疑 也 得 到Ｂｉｎｍｏｒｅ（２００５）、Ｒｏｓｓ
（２００６）、Ｊｏｈｎｓｏｎ（２０１２）等的广泛支持和认同。

毫无疑问，Ｇｕａｌａ等人的质疑极具挑战，但还没

有严重到让我们否认社会偏好是重要行为动机的判

断。虽然允许反社会惩罚的公共品实验和演化博弈

分析再次得出悲观结论，似乎又应验了霍布斯、洛克

等先哲的预言，但在新近开展的允许交流（Ｏｓｔｒｏｍ，

２０１２）、增 加 信 息 供 给（Ｋａｍｅｉ　＆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，２０１３）
的公共品实验中，还是得到了支持利他惩罚能够维

系社会合作的结论。就利他惩罚缺乏现实证据这一

质疑而言，一些学者指出，由于现实生活多处于均衡

状态（Ｊｏｈｎｓｏｎ，２０１２；Ｇｃｈｔｅｒ，２０１２），再加上存在不

确定 性（Ｂｅｒｅｂｙ－Ｍｅｙｅｒ，２０１２；Ｇｅｈｒｉｇ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０７），
因此很难观测到利他惩罚，但这不能否定利他惩罚

在一 次 性 交 往 中 的 作 用。Ｆｕｄｅｎｂｅｒｇ　＆ Ｐａｔｈａｋ
（２０１０）的发现就是一个佐证，他们以美国大学生为

被试对象的实验显示，仅仅是利他惩罚威胁就足以

维系较高水平的社会合作。换言之，日常生活中往

往无须真 正 地 发 生 利 他 惩 罚。另 外，Ｂａｌａｆｏｕｔａｓ　＆
Ｎｉｋｉｆｏｒａｋｉｓ（２０１２）新近在希腊雅典的一个地铁站组

织 了 有 关 利 他 惩 罚 的 自 然 现 场 实 验（ｎａｔｕｒａｌ　ｆｉｅｌｄ
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），实 验 者 故 意 违 反 车 站 的 公 共 秩 序，他

们发现许多人会出面指责制止，这为利他惩罚实验

提供了新的有利证据。

四、强互惠理论的脑科学证据

从上述研究来看，无论是实验经济学研究还是

演化经济学研究，均尚存分歧，未能为强互惠理论提

供令人信服的证据，近年来，脑科学有了长足发展，
从另一个角度为强互惠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。现有

研究表明，人类的大脑由一系列专门的模块组成，这
些模块是按照早期人类所处环境的特殊需求而逐渐

被塑造出来的（福山，２０１５）。脑科学家基于这样的

认识，运 用 脑 功 能 成 像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　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ｉｎｇ）、
功能性磁共振成像（ｆＭＲＩ）等工具，迅速积累了大量

的脑科学数据，就人类的信任、互惠交换等社会行为

背后的神经系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，其中不乏对强

互惠行为的探索。

（一）条件性合作的脑科学解释

由著名的行 为 神 经 科 学 教 授Ｊ．Ｒｉｌｌｉｎｇ领 衔 的

研究团队对合作行为背后的神经系统做了大量研究

（Ｒｉｌｌｉｎｇ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０２，２００７，２００８）。其中，Ｒｉｌｌｉｎｇ　ｅｔ　ａｌ
（２００２）发现，被试与他人合作而非背叛时，包括伏隔

核（ｎｕｃｌｅｕｓ　ａｃｃｕｍｂｅｎｓ）、尾 核（ｃａｕｄａｔｅ　ｎｕｃｌｅｕｓ）等

在内的纹状体（ｓｔｒｉａｔａ）被激活。瑏瑢 纹状体大约形成于

７０００万年前，是 与 决 策 行 为 有 关 的 重 要 脑 区，尤 其

是 与 奖 赏 系 统 有 关，包 括 金 钱 回 报 和 愉 悦 情 绪

（Ｓｃｈｕｌｔｚ　＆ Ｒｏｍｏ，１９８８；Ｋａｗａｇｏｅ　ｅｔ　ａｌ，１９９８；Ｄｏ－
ｈｅｒｔｙ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０４）。纹状体被激活 说 明 被 试 从 合 作

行为中获得了额外收益。当然，Ｊ．Ｒｉｌｌｉｎｇ等人的系

列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固定匹配的重复囚徒困境实

验（ｆｉｘｅｄ　ｍａｔｃｈｉｎｇ　ｒｅｐｅａｔｅｄ　ＰＤ）。这种实验设计可

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，由于博弈对象是固定不变的，
被试在看到自己当期实验收益时可能也在谋划下期

是合作还是背叛。因此将难以区分所观测到的脑区

变化究竟是对实验收益的反应还是对行为决策过程

的映射（Ｓｕｚｕｋｉ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１１）。
为此，Ｓｕｚｕｋｉ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１１）开展了随机匹配的重

复囚徒困 境 实 验（ｒａｎｄｏｍ　ｍａｔｃｈｉｎｇ　ｒｅｐｅａｔｅｄ　ＰＤ）。
实验中，被试是随机匹配的，实验者会告知被试与其

随机相遇的队友究竟是“合作的”、“非合作的”，还是

“未能确定类型的”。实验者的这一判断是根据被试

往期的贡献情况总结而成的。然后，实验者分别扫

描被试在决策时和观测到实验收益时的功能性磁共

振成像。他们发现，相对于非合作的队友而言，被试

更愿意与合作的队友或未能确定类型的队友合作，
表现出条件性合作特征。而且，当遇到不合作的队

友时，被 试 右 部 的 前 额 叶 侧 背 部（ｄｏｒｓｏｌａｔｅｒａｌ　ｐｒｅ－
ｆｒｏｎｔａｌ　ｃｏｒｔｅｘ，简 称 ＤＬＰＦＣ）、瑏瑣 双 侧 的 后 颞 上 沟

（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　ｓｕｐｅｒｉｏｒ　ｔｅｍｐｏｒａｌ　ｓｕｌｃｕｓ，简称ｐＳＴＳ）和

颞顶交 界 区（ｔｅｍｐｏｒｏ－ｐａｒｉｅｔａｌ　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，简 称 ＴＰＪ）
更为活跃。他们进一步指出，合作是被试的优势反应

（ｐｒｅ－ｐｏｔｅｎｔ　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），但遇到非合作队友时，会抑制

优势反应而选择背叛，ＤＬＰＦＣ、ｐＳＴＳ／ＴＰＪ等 脑 区 被

激活反映的正是这一认知抑制过程。已有研究显示，
其中的ＤＬＰＦＣ关乎对犯罪行为是否实施惩罚的研判

（Ｋｎｏｃｈ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０６；Ｂｕｃｋｈｏｌｔｚ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０８）。不难看出，

Ｓｕｚｕｋｉ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１１）的脑科学证 据 与Ｆｅｈｒ　＆Ｇｃｈｔｅｒ
（２００２）的调查结论是一致的，即拒绝或减少合作是强

互惠者对不合作者的一种惩罚。
（二）对利他惩罚的脑科学解释

在得不到物质补偿的情况下，人们为什么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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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违反合作规范的人呢？

这是强互惠理论的核心问题。Ｅ．Ｆｅｈｒ、Ｔ．Ｓｉｎｇｅｒ等

人的两份有关囚徒困境博弈与信任博弈的脑功能神

经 成 像 研 究 对 此 做 了 解 释。Ｄｅ　Ｑｕｅｒｖａｉｎ　ｅｔ　ａｌ
（２００４）的研究显示，如果被试在遭遇不公平对待时

还以利他惩罚，那么他们大脑中纹状体背侧（ｄｏｒｓａｌ
ｓｔｒｉａｔｕｍ）的尾核 会 被 激 活；而 且，尾 核 的 活 跃 程 度

与其用于 惩 罚 他 人 的 成 本 呈 正 相 关 性。前 文 已 指

出，纹状体是哺乳动物权衡损益的主要脑结构。换

言之，人们可以从利他惩罚这种行为本身获得满足

（叶航等，２００５）。Ｄｅ　Ｑｕｅｒｖａｉｎ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０４）这一文献

在国内学界流传已久，叶航等（２００５）、韦倩（２０１０）、
韦倩和姜树广（２０１３）、汪崇金（２０１３）等均有所译介，
在此不再赘述。

Ｔ．Ｓｉｎｇｅｒ曾 是 Ｅ．Ｆｅｈｒ的 学 生，因 发 现“同 情

心”的脑神经 网 络 而 声 名 鹊 起（汪 丁 丁，２０１１）。瑏瑤 她

和同事于在《自然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（Ｓｉｎｇｅｒ　ｅｔ　ａｌ，

２００６），再次佐证了Ｅ．Ｆｅｈｒ等人的上述结论。她们

的研究显示，当看到行事公正的队友遭遇痛苦时，被
试大脑中与痛苦相关的脑区额岛皮层（ｆｒｏｎｔｏ－ｉｎｓｕ－
ｌａｒ　ｃｏｒｔｅｘ）和扣带前沟（ａｎｔｅｒｉｏｒ　ｃｉｎｇｕｌａｔｅ　ｃｏｒｔｉｃｅｓ）
会被激活，这种反应就是亚当·斯密所说的“同情”。
当看到行事不公正的队友遭遇痛苦时，至少是在男

性 被 试 中，这 种 同 情 反 应 （ｅｍｐａｔｈｙ－ｒｅｌａｔｅｄ　ｒｅ－
ｓｐｏｎｓｅ）会明显下降，与此相应地，他们与奖赏系统

有关的脑区，如纹状体腹侧（ｖｅｎｔｒａｌ　ｓｔｒｉａｔｕｍ）、眶额

叶皮层（ｏｒｂｉｔｏ－ｆｒｏｎｔａｌ　ｃｏｒｔｅｘ）更 为 活 跃，活 跃 程 度

与被试自我报告的对该队友的憎恨程度密切相关。
她们推测，人们对他人的同情是以其对他人社会行

为的评价为基础的；特别是对于男性被试，当看到行

事不公的人遭遇痛苦时，他们不会给予相应的同情，
这种免于同情是对他人不公正行为的惩罚。严重的

情况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“幸灾乐祸”。男性被试不

同脑区活跃程度的“一降一升”说明，他们对他人的

不幸本来会产生同情，但又因为他人行事不公对其

实施惩罚而未同情，由惩罚产生的满足感正好弥补

了未给予同情所造成的损失。她们的发现与Ｅ．Ｆｅ－
ｈｒ等人的结论遥相呼应。

除此之外，针对第三方的利他惩罚也得到了脑

科学研究的支持。一般而言，相对于第二方利他惩

罚而言，第三方利他惩罚刺激的脑区可能更为平静

（ｄｉｓ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ｅ），但Ｂｕｃｋｈｏｌｔｚ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０８）功能性磁

共振成像研究显示事实并非如此。实验中，被试阅

读一份描述某一场景的书面材料后，决定是否对其

中的主人公实施惩罚及其程度。与以往研究一致，
被试脑内与 决 定 是 否 实 施 惩 罚 以 及 惩 罚 力 度 的 脑

区，前额叶侧背部和杏仁核（ａｍｙｇｄａｌａ）均有相应的

反应。这些发现说明，第三方惩罚同样是受针对失

范者的负面情感使然（Ｒｉｌｌｉｎｇ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１１）。
上述研究显示，人类大脑对相互合作和惩罚背

叛者的加工过程与其他享乐行为的过程几乎相同，
人们在合作和惩罚搭便车者的过程中获得了满足感

（鲍尔斯、金迪斯，２０１５）。脑科学研究的发现有助于

人们消弭分 歧，从 而 更 为 深 入 地 理 解 强 互 惠 行 为。
当然，人脑的各个部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，人们对于

脑内的合作秩序仍然知之甚少。瑏瑥 我们注意到，尽管

上述研究多以控制回报系统的纹状体为考察对象，
但他们关注的具体部位又有所不同。人脑内部结构

相当精细复杂，这种微小不同或许暗示着神经系统

的巨大差异。因此，现有的研究结论不仅难以在同

一个层面上比对，其可信度也大打折扣，甚至给人一

种盲人摸象的怀疑。这注定着脑科学方面的研究仍

然是任重而道远。

五、讨论与启示

经济学实验与脑科学研究尽管仍存分歧，但给

我们呈现了这么一个事实：人具有与他人合作并维

护伦理规范的倾向。诚然，仅仅是这些还不够，更为

重要的命题是要解释清楚，人类的这些行为倾向是

如何形成的？

从上述综述来看，强互惠行为的脑科学证据并

不充分，这一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尚缺，不过，在社会

偏好这个宏观层面上的研究颇丰。相关的研究具体

分为两大类。第一类是脑科学的研究。其中，有这

样一个共识：人脑有三层，分别来自不同演化阶段，
具有 不 同 的 功 能。当 中 的 第 二 层 是“外 缘 系 统”
（ｌｉｍｂｉｃ　ｓｙｓｔｅｍ），也称“情感脑”，是情感活动的策源

地，被称为欲望、愿望、冲动等的心理活动都生发于

此（汪丁丁，２０１１；福山，２０１５）。与此相应的是，上文

提及的脑区都集中于此，由此可见，控制人类社会偏

好情感的脑区是在长期演化中逐渐形成的。第二类

研究是演化仿真研究，其中的“基因—文化共演化”
（ｇｅｎｅ－ｃｕｌｔｕｒｅ　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）模 型 已 广 为 接 受。该 模

型假设，一个新的生物体为了更好地适应所处环境，
可籍两种通道获得信息，一种是基因的信息通道，即
通过父辈的基因编码获得在所处环境中持久不变或

者在时间和空间中变动很慢的信息；另一种是非基

因的信息通道，具体而言包括个体学习和社会学习，
—７９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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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凭借自身的学习能力从所处环境中习得。对于大

多数动物来说，基因传递和个体学习就是事情的全

部，而对于人类而言，社会学习或称文化传播，是获

取信息 的 重 要 渠 道。“基 因—文 化 共 演 化”模 型 认

为，人类的社会偏好是基因影响文化演化、文化影响

基因演化的动力过程的结果。这一假设得到了模拟

仿真的佐证（鲍尔斯、金迪斯，２０１５）。
总而言之，强互惠理论以大量的实验经济学、脑

科学等方面的证据，并通过演化经济学的仿真分析，
逻辑自洽地提醒我们：人们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

了社会偏好，自愿遵守并希望他人遵循合作规范，自
己做不到时会内疚，别人做不到时则会气愤，甚至会

不惜花费个人成本给予惩罚（福山，２０１５）。通过对

相关文献的梳理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下列一些启示。

１．重视“人”的 异 质 性 是 强 互 惠 理 论 的 重 大 突

破。对于行为经济学来说，理解人脑三结构的功能

及冲突尤为重要，因为这是解释人类行为的关键环

节。人脑的三层中，除了最早演化而成的、也是在最

内层的脑干和前述的“情感脑”之外，还有“理性脑”。
“理性脑”是最新演化而成的、也是在最外层的大脑

皮质，负责高级认识，掌管着意识、语言等功能，理性

选择（对可选方案进行排序和比较，并从中选优）也

发生于此（汪丁丁，２０１１；福山，２０１５）。与电 脑 负 责

精确计算不同，人的“理性脑”的理性选择过程充斥

着来自“情感脑”的情感因素（福山，２０１５）。换言之，
个体的理性决策往往会包含部分情绪（非理性）和部

分非自利的成分（周业安，２０１５），因此既不是完全理

性的，也不是完全自利的。瑏瑦 这是人类行为的复杂性

之所 在，是 共 性 方 面 的。除 此 之 外，还 有 个 性 方 面

的，因为人们的行为方式受到其长期以来得到的教

育、感受到的文化氛围、信守的道德准则等因素的影

响，必然也会表现出异质性和复杂性。我们注意到，
尽管社会偏好是否稳定可靠尚存争议（汪崇金、聂左

玲，２０１５），但强互惠理论正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，并
积极沿着这 个 方 向 来 理 解、刻 画 人 的 复 杂 行 为，对

“人”的抽象因此更真实，是对传统自利偏好假设的

重大突破。

２．强调“人”的 强 互 惠 特 质 对 于 促 进 社 会 合 作

尤为重要。首先，过分强调“个人贪婪”的假设是不

符合事实的，而且使得悲观的预期在个体间蔓延，这
不利于实现包括公共品自主供给在内的社会合作。
一个有力的例证是，相比较其他专业的学生而言，经
济学专业的学生在公共品实验中表现得更为自私，
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接受的教育改变了他们的行

为（Ｆｒａｎｋ　ｅｔ　ａｌ，１９９８）。其 次，在 当 前 的 中 国 社 会，
需要通过公共教育，强化社会个体的利他惩罚预期。

Ｗｕ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０９）、汪 崇 金 和 史 丹（２０１６）以 中 国 在 校

大学生为被试对象，分别开展了设有利他惩罚的囚

徒困境实验和公共品实验。这些实验一致地证实，
利他惩罚乏力、利他惩罚威胁不足，难以有效抑制违

规、卸 责、搭 便 车 等 机 会 主 义 行 为。一 个 重 要 原 因

是，大多数被试，特别是搭便车者，不相信或低估他

人的利他惩罚。因此，需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“人”
的强互惠特质，尊重他人的善意，敬畏他人的惩罚，
从而增强人们在社会互动中与他人的合作。

３．激发“人”的 强 互 惠 特 质 已 是 当 前 社 会 治 理

的一个主题。由于私人契约和政府命令无论单独起

作用还是联合起来，都无法为现代社会的治理提供

夯实的基础，社会合作仍然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必

然要求（鲍尔斯、金迪斯，２０１５）。我们乐见，在当前

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，个体的强互惠特质已得到

重视和重用。一方面，中国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，推进道德重建和再生，通过内化、认

同和融合等心理过程，寻求道德支持的自我行为约

束途径（王道勇，２０１４）；另一方面，“不带剑的契约不

过是一纸空 文，它 毫 无 力 量 去 保 障 一 个 人 的 安 全”
（霍布斯，１９８５）。中国在强化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

公共惩罚的同时，在各个领域畅通投诉举报渠道、发
挥媒体舆论监督、鼓励同行监督，在私人惩罚与公共

惩罚的良性互动中，充分发挥人们对违规、卸责、搭

便车等机会 主 义 行 为 实 施 利 他 惩 罚 的 亲 社 会 特 质

（汪崇金、聂左玲，２０１５）。可以说在当前社会治理实

践中，在强调“放权让利”、从正向激励入手“把激励

搞对”的同时，还在不断强化包括利他惩罚在内的各

种形式的惩罚，瑏瑧 着力构建多层次的惩戒体系，从负

向激励入手“把激励搞对”。这一逻辑有别于以往家

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、国有企业改革等，也是当前

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和显著特征。
注：

①有些文献也称之为“利他性合作”（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　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）。

②这里的“利他性”并非强调行为主体的利他动机，而是强调

行为本身会降低行为主体自己的适存度、增加群体的适存

度。生物学家用后代与母代 之 比 来 测 度 适 存 度（ｆｉｔｎｅｓｓ），

如果一个人的生存策略有利于增加自己的适存度，那么他

的后代的数目必须超过母代的数目（汪丁丁，２０１１）。

③尽管积极的强互惠与消极的强互惠都是受社会偏好驱使，

但为了便于聚焦问题，文献梳理时分两类齐头推进。

④数据来源于Ｃｈａｒｌｅｓ　Ｈｏｌｔ，“Ｔｈｅ　Ｙ２Ｋ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　ｏｆ　Ｅｘ－

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　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　ａｎｄ　Ｓｏｃｉａｌ　Ｓｃｉｅｎｃｅ”，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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ｐｅｏｐｌｅ．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．ｅｄｕ／～ｃａｈ２ｋ／ｙ２ｋ．ｈｔｍ。

⑤还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条 件 性 合 作 是 个 更 为 广 泛 的 概 念，不

仅包括积极的 强 互 惠，即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ｅｒ　ｅｔ　ａｌ（２００１）语 境 下

的条件性合作，还包括 出 于 直 接 互 惠、间 接 互 惠 动 机 所 表

现出的合作行为（Ｓｕｚｕｋｉ　ｅｔ　ａｌ，２０１１）。

⑥更为详细的总结详见连洪泉和周业安（２０１５）的表１。

⑦与Ｏｓｔｒｏｍ　ｅｔ　ａｌ（１９９２）的不同，他们在陌生人组（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－

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）的实验中选择了随机匹配方法，也就是说，各期

实验的小组成员构成不同，从而排除了被试在互动中因为

直接互惠或声誉考虑而选择合作或惩罚的可能。

⑧连洪泉等（２０１３）提到其中的三点质疑。

⑨从不同偏好类型来看，被试在与计算机玩家或人类玩家的

实 验 中，公 共 品 贡 献 量 均 值 也 基 本 相 同，见 Ｂｕｒｔｏｎ－

Ｃｈｅｌｌｅｗ（２０１６）的图１。换言之，被试之间的差异可以解释

为他们如何理解最大化收益方面的差异。

⑩但仔细推敲，如果被 试 真 正 理 解 实 验，强 化 的 设 计 实 验 额

外提供的两条信息实际上是多余的，因为被试可通过简单

计算获得。

瑏瑡详见原文的表２，其 中“ｏｔｈｅｒｓ　ｓｕｃｃｅｓｓ”的 系 数 均 为 负 值，

又见原文图１。

瑏瑢作 者 还 提 及 ｖｅｎｔｒｏｍｅｄｉａｌ　ｆｒｏｎｔａｌ／ｏｒｂｉｔｏｆｒｏｎｔａｌ　ｃｏｒｔｅｘ，

ｒｏｓｔｒａｌ　ａｎｔｅｒｉｏｒ　ｃｉｎｇｕｌａｔｅ　ｃｏｒｔｅｘ。

瑏瑣参照汪丁丁（２０１１，ｐ１９３）的作法，将ｄｏｒｓｏｌａｔｅｒａｌ　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

ｃｏｒｔｅｘ（简称ＤＬＰＦＣ）译为“前额叶侧背部”。

瑏瑤英文文献中为“ｅｍｐａｔｈｙ”。有 些 中 文 文 献 翻 译 成“共 情”，

而此处参照亚当·斯密的《道德情操论》（中央编译出版社

出版，２０１１年版）与汪丁丁（２０１１）的 做 法，将 其 翻 译 为“同

情”。

瑏瑥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包括三层，人脑内部合作属于其中之

一（汪丁丁，２０１１）。

瑏瑦我们也注意到，一些 学 者 尝 试 着 结 合“大 五”人 格 模 型，进

一步探析了个体社会偏好稳 定 性 的 心 理 基 础（Ｖｏｌｋ　ｅｔ　ａｌ，

２０１１）。学术界对于人类 情 感 的 研 究 由 来 已 久，但 由 于 人

格模型的脆弱性和人类情感的微妙性，这方面的研究都注

定仍任重道远。

瑏瑧如诚信体系建设中的“黑名单”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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